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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中国逐步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广州等通商口岸城市开始了近代化转型的过程。
近代岭南报刊对１９世纪中叶的广州城市与社会生活进行了多方位报道，城市发展与畸形消费在报道中得到集中展现，城市
化进程中凸显的社会矛盾与城市管理问题，以及日益加剧的中西交流与文化融合的难题，也得到中英文报刊的重视，并由此

形塑了１９世纪中叶广州的城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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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国内学者、出版机构对于晚清报刊所做的
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颇有价值，但迄今为止国内

有关的晚清报刊的研究多是对于单一报刊的研究，

尚无研究者从城市视角来对晚清报刊的城市史料

尤其是近代广州的报刊城市史料进行整理与研究。

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与视

野，一方面以《广州大典》集部
#

集类为基础，另一

方面以近代广州传教士中英文报刊为材料，如《东

西洋 考 每 月 统 纪 传》《中 国 丛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遐迩贯珍》《中外新闻七日录》《述报》
等在反映南中国海历史文化中较有代表性的报刊，

从双重视野审视近代广州的城市史料，力图勾勒出

近代广州城市的发展及其时代特征；在双重眼光中

分析传统士大夫与近代传教士、知识分子对于广州

城市的不同印象，分析传统知识分子在巨大时代变

革中的心理嬗变与文化冲突。事实证明，通过近代

传教士的异域之眼观察此时广州的城市发展状况

及政治、社会、风俗、人情，常常能够发现传统文人

因习以为常而忽略的诸多细节。

　　一　近代广州的城市发展与畸形消费

作为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大陆的前沿，近代岭南

报刊留下了不少关于近代广州城市消费与城市景

观的报道资料。如果说城市地理属于较为浅显的

文明层次的话，那么城市消费、城市文化景观则深

入到了一座城市的精神内核，展现着一座城市独特

的魅力。近代岭南报刊对于广州城市消费、城市文

化景观的报道，展现了广州这座千年古城在近代化

进程中的形象变迁与时代进步，其对理解广州城市

史、广州近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史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朝政府的失败而告终，西

方列强迫使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

等五口岸通商，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

会。在广州等通商口岸，人们逐渐习惯了中西物资

的自然流通，在频繁的对外贸易中学会了利用经济

规律。在１９世纪中期的广州城中，商业贸易持续
发展，中外商旅聚集于此互通有无。《广州大典》中

收录了清代诗人王邦畿的《耳鸣集》，其中卷一《海

市歌》中对广州的海市贸易作了形象的描述：“霓虹

驾海海市开，海人骑马海市来。白玉楼阁黄金台，

以宝易宝不易财。骊龙之珠大于斗，透彻光芒悬马

首。若将海宝掷人间，小者亦能仁桀纣。海市市人

非世人，东风皎洁梨花春。海市人服非世服，龙文

象眼鲛绡幅。海市人事非世事，至宝不妨轻相示。

市翁之老不知年，提篮直立海市前。篮中鸡子如日

紫，要换市姑真龙子。龙子入海云雨兴，九州之大

无炎蒸。”［１］为满足日渐增多的中外商旅的需要，广

州的城市生活逐渐丰富，消费方式也各种各样。广

州等沿海城市的开放，客观上促进了城市近代化的

发展与经济的繁荣，但这种不正常的开放方式也使

得城市消费处于畸形发展状态。随着近代意义上

的城市经济崛起，烟馆、茶楼、戏院、妓院成为广州

随处可见的场所。

在时人笔下，当时广州城市的娱乐生活颇为丰

富：“珠江水面有形形色色的船舶，它们来来往往，

纵横交错，有许多甚至比欧洲船更大、更豪华。有

的船只成了寻欢作乐的场所，人们在音乐的伴奏下

聊天、饮酒和吃饭，甚至还有妓馆。欧洲商行因其

挂在高杆上的旗帜而与众不同，每家商行门前都有

一面这样的‘幌子’。建筑这些商行的地方叫做

‘十三行’，该街就被称为‘十三行街。’”［２］这种城

市消费的畸形发展状态，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鸦片

的公开销售与鸦片走私的盛行。当时广州的报纸

曾这样描述广州城市对于鸦片消费的严重依赖，以

及广州城鸦片盛行的可怖场景：“鸦片烟即洋药，税

则每担征收银三十两，厘金每担十六两，另水脚补

纹银水加平等项，核计公烟到省，每颗须费洋银两

元半。若复转运别处，沿途抽厘，其费加倍焉，因而

走私甚伙，或由火船，或由渡船，或径到省，或半途

抛下河里而另雇小艇接济者，巧计百出，莫可名状。

以广州销畅计，每不下七百担。今查赴关报税者，

不逾三百担，况此三百担况中半是转运西北江者，

然则广州城洋药，从何而来，由是推之火船走私者

固多。而石龙肩挑来省者，亦不少。”［３］

由于广州通商口岸的殖民地经济畸形繁荣，形

形色色的娱乐活动随之兴起，赌博便是其中之一。

赌博在１９世纪中期的广州城市生活中颇为普遍，
它既能为民众提供游戏消遣，又能在某种意义上满

足广州市民们对于金钱的渴望，许多民众乐此不

疲，屡禁不止。广州近代报刊中曾对一中年妇女开

设赌场一事进行过报道，从中不难窥测当时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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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气与生活方式。《中外新闻七日录》这样描述妇

女开赌博摊馆的情形：“闻西关大地有一中年妇人

名唤亚肯二姑，平日狡猾异常，巧于逢迎。而凡妇

人之与相识者，阳则假以结交游，阴则当鱼肉以资

吞噬。伊曾于本月在初旬、在大地开一女摊馆，其

勾引妇人赌博者，鱼贯而来，蜂拥而聚，甚至喧哗离

还惊扰邻家者，男女为之衔恨，鸡犬为之不宁。”［４］

不过饶有趣味的是，地方官绅闻之极为震惊，迅速

将其捉拿归案，并且迅速审判：“西关局绅于十六夜

闻之，共为切齿，火速着勇目督带壮丁至大地，将女

摊馆三面突围，仅开一面，以放各买摊之妇。而各

妇惶恐，或为鼠窜蛇行，或为鸟飞兽走，其状不一而

足，斯时止剩槁木死灰。带勇者即喝壮丁，以铁链

锁其颈，形众喙同声，皆谓从未见妇人身带银铛者

也。亚肯二姑丧气垂头，难掩有觑之面目，一路任

人非笑之而已。”［４］报刊的编纂者，一方面为妇女开

摊馆而叹息，一方面也提出了更尖锐的问题：男性

开摊馆数百间相安无事，何以女性初开摊馆即被迅

速处理？“吾近日观洪圣庙福德里迪龙里西炮台等

处，男人开摊馆当数百间，在官绅竟置若罔闻。今

不如?男人，而独?女人，是不齐其本而揣其末也。

扪心自问，其何以自解也耶？”［４］

赌博之危害甚广，让报刊编纂者心有余悸。为

此，身处广州的报刊编纂者，大力夸奖广州官员的

清廉端正、禁赌得当：“试观广东抚宪蒋大人，出示

严禁赌博后，省佛地方不敢开场聚赌，一律肃清，粤

中端人正士，无不称颂之。”［５］但在另一方面，报纸

又借香港等地开设赌馆之事，猛烈抨击赌博之危

害，其用意或许并不仅仅在于谈论外埠之事，而是

有着更具针对性的批评与规劝：“夫士农工商皆宜

由正路以习事业，若使专向贪门以罔利，则品行坏

而即窃盗所由兴，从此日甚一日，不知伊于胡底”；

“其识明见远者，谅不乏人，岂区区赌博之规银可能

动其心者，迹其每年多签银两，请牧师往各方传道

教化以及开义学以作育人材，无非欲端人心而正风

俗，乃一面讲书以警觉愚民，又一面开财以诱惑子

弟，是欲益之，而又损之，此开赌之无益二也”；“各

庄口所用之买办多是中国之人，无非以钱银相重
$

者，假令赌风复炽而庄口之买办见赌动心，保无一

时昏迷，为其煽惑而堕其术中，迨输去银两，百计不

能弥缝或急而远逃者有之，或逼而自尽者有之，皆

赌博者之厉，此开赌之无益三也”。［５］

任何一座近现代化的城市都有着自身的某种

独特属性，对于素以世俗生活为旨趣的岭南文化而

言，城市消费成为其鲜明的烙印。近代西方殖民者

以城市为据点向中国大陆进行渗透，他们为了完成

资本的原始积累，有意识地赋予城市以不同的符

号、形象、趣味，有意无意之中塑造了城市生活中的

某些消费领域。西方近代文明的引入，破除了封建

专制思想的愚昧，打破了思想的一统局面，人们的

道德观念随之逐渐多元、宽容，价值观念也开始了

漫长的转型过程。

　　二　近代广州的社会矛盾与城市管理

随着海外各国纷纷以广州为中转站，前来城市

经商、传教或开设报馆等，广州的外国流动人口也

不断增加。清代印光任、张汝霖所著《澳门纪略》中

如此描述近代广州的城市生活与经济发展：“广州

城郭天下雄，岛夷鳞次居其中。香珠银线堆满市，

火布羽缎哆哪绒。碧眼番官占楼住，红毛鬼子经年

寓。濠畔街连西角楼，洋货如山纷杂处。”［６］由于晚

清地方政府缺乏近代化的城市管理经验，在近代岭

南报刊中有关广州城市的报道中常常可见地方政

府应对城市治安、社会管理捉襟见肘的新闻。由于

国外来广州人员增加，如何管理他们成为摆在广州

地方政府面前的难题。就近代岭南报刊中的城市

报道史料来看，当时的政府部门似乎从未寻找到有

效的管理办法。

由于来广州的外国人增多，华人与外国人如何

和平相处成为问题，一些报纸就曾描述外国来者在

广州胡作非为、地方政府疲于应付的状态。在《东

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中外新闻七日录》等报刊中，

就记录了不少关于番人违法乱纪的事情。有的是

外国人自称为英国人，长期盘踞在广州城内外进行

敲诈勒索活动：“闻有两番人自称英人，周流羊城内

外，专入各铺勒取银两，少则一元，多则三四元，无

人敢阻。不知者以为领事官，必保护他，即禀之，亦

不信他有勒索之事，或畏番人利害，故不敢触犯。

风闻其身并无利器手枪，而各处更夫以及铺伙，皆

不敢籋他解官，真不怪也。”［７］有的则是因为华番发

生口角，最后导致华人殒命的冲突：“又闻闰廿六日

晶，河南有一西洋人酒醉，偶遇一唐人以叫番鬼相

犯。在西洋人小不忍，即以匕首刺唐人之胸，此唐

人受重伤，不能刻下复仇，即疾走入海幢寺避其锋。

至一树下，遂倒地而毙。”［７］更有甚者，长期盘踞在

广州的一些外籍人士竟然与官府进行对抗：“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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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钉番部店，其楼上有洋客五名租住，中有一名，

曾因在街上刺死唐人业已逃去，尚余居者四人。忽

于是月初旬番禺县率差役数十名，至此店围拿，实

时捉获洋人三名，有一名凫水逃脱。不料于五鼓

后，该逃脱之洋人纠党数人，蜂拥回在，将其毡掳

去。查此洋人是无赖之徒，常在羊城地面假扮官

差，巡私缉捕从中取利，而拐带强掳，无恶不为。”［８］

面对外国来华人士之为非作歹，广州地方政府除了

虚张声势地饬差拿获外，并无任何实质性的有效应

对办法。在许多涉外的社会治安报道中，最后往往

未能缉拿嫌犯，遑论知晓嫌犯是何国人。

除了华番常爆发矛盾冲突外，买卖人口也是经

常性的报道题材。当时，西方列强为了在殖民地进

行生产、攫取高额利润，急需大量的劳动力，为此催

生了极为残暴的人口买卖行业。对于买卖人口的

目的地、拐卖方式，报纸也曾有过令人惊悚的报道：

“按贩人出洋，惟夏华拿、真查洲两处为甚。近七八

年来，此种人各种俱往，前在宁波、上海，多于黑夜

僻处，以麻袋套人。乡民因失人太多，几至酿成巨

变。然拐人者必恃线人为援引，且有窝藏，然后敢

肆行无忌。今当惩治拐子，以绝其源，尤当严究线

人，以除其羽翼，则此风庶几熄矣。”［９］

对于一座近代化的城市而言，城市官员尤其是

地方行政首领的言论、行为往往代表着城市的管理

水平、进步程度，成为衡量城市近代化水平的标准。

在西方传教士眼中，晚清地方政府的官员思想保

守、封闭，对近代科学知识近乎无知；他们崇拜偶

像、推崇异端邪说，却自以为是，行为举止愚昧可

笑。在１８６５年的广州城，曾发生过一件地方行政
长官带头求雨的事件，被传教士敏锐地记录到了报

刊中。该则新闻如此叙述事情经过：“三月底羊城

上宪见米贵时，值春耕欠雨，即率同僚往观音山龙

王庙祈求，翌日果大雨。自三杪至，四月初八日止，

远近大喜。在大宪轸念民生，即诗所谓民之父母

也。寻有老叟言，前嘉庆时旱，有苏藩台独陟白云

山龙王庙祈雨，回署雨遂滂沱。”［１０］这一事件中，广

州地方行政首领的行为鲜明地体现了近代化过程

中广州所面临的思想观念问题，报刊对此有着严厉

的批评：“人皆谓天雨施于龙王，彼亦未思龙亦鳞介

中之首耳，乃龙而王名，既以物而僭人之号。谓龙

能行雨，且以物而具神之灵，不知天之雨实由于主

宰，上神主不肯施雨则难使巫
%

求天地山川群

灵，甚至无神不举，仍不见效。至若愚民无知，往往

一求而时雨下降皆，上主宽恩也，盖无格物致知之

学，妄谓雨出于龙，而智慧之人，则归荣于万物之主

矣。”［１０］从报道中可以看出，西方人眼中的广州政

府行政长官保守、迷信、无知，其作为与广州近代化

的历史趋势背道而驰。

广州地方官员不仅对于科学知识十分陌生，无

法解释天文地理现象，而且对于行政管理也极不专

业。公务活动中，官员们往往依靠贿赂、保护费攫

取大量利益，造成政府利益的重大损失。意识到这

个问题的严重性之后，广州地方政府开始采取措

施：“闻蒋抚宪自禁止省中文武员，私受娼赌陋规之

后，深虑捕费，无处可取，且恐捕务从此废弛，因面

谕藩臬雨司，酌笔馀
&

，提拨给发各员作为津贴捕

费名目，以弥补?规一项，免各员有所借口，现藩臬

两宪议以谬游每月支银一百四十四两，守备每月支

银四十四两，千总每月支银十两，外委每月支银五

两，额外外委每月支银三两，现闻各武弁，业已纷纷

详文，赴投广州府库中请领矣。”［１１］

广州地方官员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低下，广

州民众的整体素养同样不容乐观，反映出近代化之

后广州民众文化素养的阙如与进步的缓慢。在广

州的报纸《中外新闻七日录》看来，广州城民众们文

化素养普遍不高，人们只注重于金钱与现世享受，

而缺乏探讨学问、认识事物本质属性的兴致。《遐

迩贯珍》曾作过的一篇报道，足以反映广州民众对

于外国游客的轻慢与冒犯：“二月十六日，有英人三

名，在广州江浦司一带游览。忽遇附近乡村匪众群

起，殴抢，伤人，掠财。”［１２］１报纸分析了英人在广州

城被殴抢的原因，认为最根本的还是民众的异常冷

漠：“若中土人三名在英国地方游行，有乡人如此待

之，其临近居民必全出诅喝，交口訾之。中土人众

远适异国者，实繁有徒，其声明四扬，可推为识情达

理。今似此行为，是禽兽之不如矣。”［１２］１民众对于

于己无关之事的长期缄默，助长了城市的不良风

气。发展到后来，广州城市的社会风气逐渐败坏，

民众对于拐骗、坑蒙等行为司空见惯：“羊城向有拐

子，骗买婢子与孀妇，伪为妻妾。迨交银后，假作回

里，落艇即驶往别处，换船直往旧金山地方，卖与寮

中为妓。倘若不从，则以鞭挞逼之。此等所为，真

天良丧尽矣。旧金山六会馆公所之人，见此拐骗，

其心恻然，曾于咸丰三年严行禁止，已有明条第日

久视为具文。该匪仍循故辙，今月复出长红，标贴

羊城各处以惩奸究而悯善良。”［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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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西方列强产品倾销的影响，传统小农经济日

趋凋敝，破产的农民不断涌入广州谋求生路。由于

广州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就开口通商，社会、经济

受西方近代文化影响有了一定的进步，但在封建社

会不断解构、殖民地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形下，城市

的社会治安与公共管理也面临着极大的考验。

　　三　近代广州城市的中西交流与文化融合

与拥有灿烂传统文化、悠久历史的中国相比，欧

美国家近代以来素以先进文明自居，科技的发达、军

事的强大、殖民的胜利，使得他们在看待中国城市、

中国人时常常带有一种暧昧的立场，既充满猎奇、艳

羡的目光，又带有自大、抵触甚至是轻蔑的态度。在

经历了近代文明洗礼后的西方人看来，中国是一个

矛盾结合体，既古旧、灿烂，又专制保守、公德阙如，

民众在封建王朝的威严之下怯懦无声。中国经由鸦

片战争的失败骤然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无论

是政府体制、官员思想还是社会习惯、规章制度，均

难以与变幻莫测的现实情况匹配。因此，随着进入

广州城市的外国商人、传教士、游客逐渐增多，不时

发生一些不太和谐甚至是尖锐冲突的事件。虽然广

州地方政府依照媾和协议对在穗外国人进行了保

护，但实际效果似乎并不太尽如人意。

与广州城市中的中国官员沉迷迷信、收受贿

赂，以及中国民众冷漠、自私的形象形成对照的是，

近代岭南报刊中对来华的欧美人有着迥然相异的

报道。来华的欧美人士往往为传教士、医生、使领

馆人员，在近代岭南报刊看来，这些人富有牺牲自

我、追求真理、服务社会的精神。这固然与近代岭

南报刊多为传教士创办或有宗教背景相关，但更主

要的或许还是在于文化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视

角、思维的不同。在近代岭南报刊有关广州城市中

中西方人们报道差异的背后，一方面可以看到西方

近代文明与传统中国文化的巨大观念落差，另一方

面也可以明显感受到报刊编纂者传播基督文明的

执著、教化民众的信念。一些刊物的编纂者试图通

过对来华西人无私奉献精神的刻画，增进中国民众

对于西方文化的认同，并借此更为顺利地传播基督

福音。

在近代岭南报刊中，常常出现在刊物中的来华

西人多为教师。他们开设塾馆，探求真理，传播文

化，成为开化中国民众的先行者。广州是西方国家

从南中国海域进入中国的前站，来华西人多有在此

停留或居住的经历，这为他们熟悉中国语言、环境

提供了绝佳的契机。来华西人经常开设私塾学堂，

免费或以低廉学费招收中外学生，教他们同时学习

英文、中文、地理、物理等知识，使他们能够较早地

具有宽广的视野。广州的中外书塾就是其中的一

个案例。“羊城中外书塾之设也，是延中国举人与

西国名儒主席，专以中外文字教习生徒，历有年所

矣。兹又将届一年，必须考选以别其才之优劣，以

分其功之怠勤。现于十一月初一日，各国领事府暨

中国缙绅及洋商等，均到馆内品定其列：第一班一

名虑念劬奖银七元，二名冯维茂奖银三元、寒暑针

一枝；第二班一名黄亚德奖银五元，二名黄文业内

奖银三元、寒暑针一枝；第三班一名黄菊泉奖银五

元，二名黄榕根奖银三元；第四班一名林亚河奖银

五元，二名高东成奖银三元。以上各人俱能淹通英

文，其中明达唐文者梁耀炳奖银四元，胡永中奖银

四元，而胡户中因周年到馆策力弥勤特加奖银四

元，至终年勤读且能恪尊规矩者惟梅亚树亦奖银四

元。此皆鼓舞人材，奖励后进之意。想各学者谅能

倍加其功，从此进德修业，由小学而臻大成者，可拭

目俟之矣。”［１４］

除了私塾学堂之外，许多报刊还通过介绍刊物

来宣传西方传教士及其文化价值观念。《东西洋考

每月统纪传》不定期地刊登一些介绍自家刊物的文

章，不遗余力地宣扬中西民众的友情，尤其是显示

外国人对于中国民众的友善、帮助，希望以此来增

进中国民众的对自己的了解，消除中西文化之间的

隔膜。《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中曾有一篇《招签

题》，主要讲述该刊创办的背景和资金来源。该刊

真实的出版意图是希望通过刊物的编辑和发行，告

诉中国人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消解中国人的保

守和自满心理，以此来推动西方文化在中国的输入

和传播。

在近代岭南报刊中，来华西人中的光辉形象系

列中除了牧师、教师、编辑外，最为突出的当属医

生。许多来华医生具有传教士背景，或者说传教士

以医学为途径来传播宗教。这些传教士通过自身

高超的医术为封闭、保守、落后的中国民众解除病

痛，赢得他们的信任，并以此为契机传播基督福音，

这往往比一般的传教更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在近

代岭南报刊中，编纂者对于在广州城市生活、工作

的医生的报道多注意其高明的医术、无私纯洁的信

念以及仁爱博大的胸襟，中国民众对于这些医生也

４０１



龙其林：１９世纪中叶的广州城市与社会生活———基于《广州大典》和近代传教士中英文报刊的对照性解读

颇为接受。借助近代岭南报刊中的医生系列报道，

传教士们向中国民众传播了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

念，帮助他们形成对于基督教的想象和对西方文化

的认同。近代的岭南报刊，时时不忘提醒华人读

者，行医不仅仅是一种科学技术，而且是与基督福

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宽仁孚众，是耶稣门生本所

当为。今有此教之门徒普济施恩，开医院广行阴骘

书情，真可谓怀急之仁。每日接杂病人及各项症

效，且赖耶稣之宠，医病效验焉。有盲者来，多人

复见，连染痼疾，得医矣。四方之人常院内挤拥，好

不闹热。医生温和慈心，不忍人坐视颠危，而不持

不扶也。贵贱、男女、老幼，诸品会聚得痊。”［１５］经

过报纸如此诠释与宣传，医者及其背后的基督福音

显然具有了更为广泛的知名度。这些医生不仅治

病救人，而且还撰写医书，传授治病之理，以此推广

近代西医及传播基督教。

通过对近代岭南报刊中广州城市史料的搜集

与梳理，可以发现西方殖民者如何影响广州这座城

市的近代化进程，从本质而言，这也是西方资本主

义对被迫开放的中国城市进行运作、管理的内在逻

辑。透过近代岭南报刊中有关广州城市的史料，我

们得以重返近代广州的地理、日常生活、城市消费、

社会问题、人物塑造等现场，它勾勒出了西方殖民

主义对于近代城市的治理观念，以及广州城市在中

西文化夹击中迅速发展、逐渐趋于近代化的历史进

程。对于广州城市历史的回溯，可以丰富人们对于

广府文化的认识；对于广州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的重

新审视，可以吸取近代化广州城市化过程中的教训

与启示，为当前的广州城市化建设提供借鉴，推动

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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